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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互文性: 巴赫金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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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维度分析表明，巴赫金主体的哲学建构论、超语言学、对话理论、互文性理论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

们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都具有重要影响。不过，批评话语分析也根据研究目的对上述观点进行创新和拓展，形成

一整套可以进行微观操作的互文性理论视角和语言分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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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巴赫金( M． Bakhtin) 一生的学术研究都是围

绕着一个核心———交往和对话———来展开，其理

论思想体系对批 评 话 语 分 析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 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主要涉

及其互文性思想对后者的影响 ( Wodak ＆ Meyer
2009; 纪玉华 2001; 辛斌 2016; 张红燕 2005) 。
本文从历史维度对巴赫金“主体的哲学建构论”、
“超语言学”、“对话理论”和“互文性思想”等进

行细致考察，以此阐明其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部

分都是以主体的哲学建构论为理论基础，且具有

内在一致性，它们在 CDA 理论建构和实践研究中

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其中尤以互文性思想对后

者的影响最大。

2． 主体的哲学建构论

巴赫金对 CDA 的影响首先是其主体建构论

哲学涉及的“主体能动性”和“建构”两个概念。
主体建构哲学是巴赫金一生学术研究的理论基

础，形成于其对新康德主义一元认识论的思考和

批判。康德试图通过把哲学研究中心从本体转移

到认识方式上来克服西方本体论哲学一直以来占

主导地位的二元论。他认为，经验论与唯理论把

关注点放在知识的来源和本性上是错误的，哲学

研究应聚焦于人的认识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

上，核心是考察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即他主

张一种以人的认识方式为唯一基点的哲学一元

论。以柯亨( H． Cohen) 为首的新康德主义一方面

对康德哲学认识论和主体论思想进行激烈讨论，

另一方面试图用数理逻辑方法对康德哲学进行解

释。不管是康德哲学还是新康德主义，主体能动

性都是指认识方式上的积极反应，即人的认识机

制对不同类型知识的获得和应用所进行的不同

反应。
与两者相似，巴赫金同样强调主体能动性对

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关注的是主体在弥合个

人经验和一般性理论之间鸿沟的能动作用，尤其

强调主体的唯一性及其在主体与整体之间的重要

连接作用。与以往哲学将寻找一般性规律作为其

终极目标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主体建构论选择

从个体的感性存在出发，考察一般性规律如何通

过各种个体的唯一性事件形成，并在具体事件中

与主体发生联系，从而形成目前我们看到的状态。
巴赫金指出，“这个世界是围绕着一个具体的价

值中心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人，在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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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一切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价值，只是由于它与

人联系 在 一 起，是 属 于 人 的”( 巴 赫 金 1998a:

61) 。在此，主体既不是本体论哲学中那个与研

究客体没有太大关系的旁观者，也不是认识论哲

学中那个超然脱离于对象世界，并对对象形成

“全景式”透视的观察者，即“主体不是一个上帝

赋予的、先验的、形而上的存在或实体，而是一个

不断建构自身的过程。这个能动的、发展的、建构

的过程，主要是在相互运动、交流、沟通中的关系

上呈现出来”( 刘康 1995: 57) 。关系首先是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其次是( 人类) 社会与整

体的连接关系。
前者指的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不仅建构了

“自我”，而且建构了“他者”，同时也建构了“自

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这是因为活动中的主

体具有“视域剩余”、“外位性”和“超在性”三个

特点。( 巴赫金 1998a) “视域剩余”是指每个生

活中的个体在检视自己时总会存在盲区，个体间

必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才能形成一种完整的审

美活动，并 由 此 形 成 其 外 位 性 和 超 在 性 特 征。
“外位性”是指每个个体都必须借助于别人的眼

光才能看到自己的视觉盲区，“他 ( 作者) 应该成

为相对于自身的他人，用他人的眼睛来看自己”
( 巴赫金 1998a: 112) ，即作者必须借助于外位性

来实现作者—主人公的完整主体性。“超在性”
是指主体的两个方面或两个主体之间必须相互对

话和沟通，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自己和超越自己，

实现审美的完整性。如果将审美活动中的“自

我”与“他者”推广到现实生活中，就可以看到: 人

的存在不是静态实体，而是以他人存在为前提的

动态发展过程; 任何一个人的意识与话语都不是

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与他人的意识和话语的联

系之中; 主体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建构自我，整个世

界就是自我与他者共同建构的大网，主体与主体

间是一种对话和交往的关系。
后者指的是主体通过参与融入到整体中，整

体也因为主体的参与形成了与主体有关系的价

值。巴赫金( 1998a) 认为，在现实中，人们实际上

面对着两个世界，文化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前者

是我们行为客观化的世界，后者是我们实际进行

和完成的世界。两者相互隔离、彼此对立，唯有现

实存在的唯一性事件才能成为连接两者的东西，

因为有“我”的参与，实际进行的事件才具有了唯

一性，同时，只有在“我”参与的情况下，客观化规

律才具有了实际价值。
与巴赫金相似，CDA 也涉及“主体能动性”和

“建构”。不过，CDA 的“主体能动性”指的是人

在话语实践中( 积极主动和消极被动) 的行为这

一较为 具 体 的 概 念，即 人 通 过 话 语 生 产 ( 再 生

产) 、抵 制 和 共 同 生 产 话 语 的 行 为。 ( van Dijk
1993d) 对于占支配地位的精英阶级和机构来说，

能动性表现在他们通过话语生产( 再生产) 权力，

造成包括政治、文化、阶级、民族、种族和性别等在

内的社会不平等行为; 对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下

层民众，能动性表现在他们力图通过话语对社会

支配和社会不平等形成挑战的行为。这是两个阶

层各自的积极主动行为，不过，主体的能动作用在

CDA 中更多的是以消极被动的形式( 行为) 呈现

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它一直更注重突出意识形态

和话语的作用。对于占支配地位的阶级( 如学者

阶层) 来说，他们在话语使用过程中会因为受到

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框架或话语模式的束缚而

在无意中生产出自己本来没想生产的话语，如主

流媒体中一些种族歧视立场较温和的记者会因为

媒体本身的意识形态框架而无意中生产出倾向种

族歧视立场的话语。( van Dijk 1993a，1993c) 对

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下层民众，一旦被说服并接

受“支配和被支配是‘自然’或者合法的现实”的

观点( van Dijk 1993d) ，他们就可能在无意识中参

与精英阶层的权力生产，如港督彭定康 ( Christ
Patten) 在公开场合演讲就是通过话语生产权力

和控制，听众参与本身就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形

式( Flowerdew 1997) 。在此，主体的能动性沦为

了意识形态控制和话语控制的附属行为，完全失

去其主动性。
对于“建构”，CDA 有时也像巴赫金那样将

之用于表明主体如何在话语实践中建构自己的身

份，但更多的是用于指话语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

用，即话语反映社会现实和话语参与塑造社会现

实两个方面。( Wodak ＆ Meyer 2009) 尽管这种互

构作用也只有在主体的参与下才能发生，主体在

此发挥的却不是建构功能，而是一种中介体功能，

van Dijk( 1993b) 关于话语－认知－社会的三角关

系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话语与社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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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构关系，如果不承认认知在其中的连接作用，

这种互构只能是一种机械式的互构，不能真实体

现两者之间动态的、灵活多样的互构形态。社会

现实只有通过认知才能进入话语，话语也首先是

通过改变人的认知方式来改变人对社会现实的看

法( 在认知上改变社会现实) ，并促使人们采取新

的措施，最终改变社会现实。此外，CDA 研究者

经常强调，统治阶级运用话语建构符合自己利益

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这样的表述说的是“统治

阶级的建构”，实际上，统治阶级只是运用了话

语，最终的“建构”仍然由话语来完成。

3． 超语言学

巴赫金对 CDA 的第二个影响是其“超语言

学”思想，即应跳出传统语言研究只关注语言形

式的做法，把对话研究作为补充。不过，从本质上

来看，他提出这一概念并不是为了创立一种与索

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针锋相对或互为补充的语言

学研究，而是想通过讨论语言研究对象来表明研

究对话的重要性，进而为其建立文学批评研究的

“对话”理论服务。
巴赫金指出，语言对于人类的最重要意义在

于它是人类个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索绪尔］语言学离开人类日常交际来讨论语

言，力图为语言总结出一套抽象的普遍性规则，其

存在与其他抽象的理论世界一样，单纯从学科内

部来看是有道理的。( 巴赫金 1998a) 但是，从现

实来看，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关系，

“对话关系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语言的整

个生命“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 巴赫金 1998e:

242) 。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死

的语言，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活的对话，它不能

解释对话关系问题，唯有研究“活的语言中超出

语言学范围那些方面”的“超语言学”才能更好地

说明这一问题。当然，“超语言学……不能忽视

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无论语言学

还是超语言学，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具体的、非常复

杂而又多方面的现象———语言，但研究的方面不

同，研 究 的 角 度 不 同。它 们 两 者 应 相 互 补

充……”( 巴赫金 1998e: 239－240) 显然，巴赫金

关于语言学与超语言学的区分与其在主体建构论

中强调主体唯一性对于连接抽象理论世界与个人

( 社会) 的重要作用的思想是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从语言研究角度为其“对话”思

想建构做好理论准备，巴赫金首先讨论了文艺学

等与语言的关系。他指出，文艺学和伦理学等意

识形态创造科学说到底就是一种符号创造，语言

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专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典型和

最纯粹的符号。现实世界里存在自然现象、技术

对象及消费品等，它们在符号世界可以被视为一

种符号，不过，它们不仅仅具有单个物体自身的意

义，还反映和折射另外一个现实。符号的意义是

与社会交际的环境和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符号

的现实完全由这一交际所决定”，“符号的存在不

是别的，就是这一交际的物质化。所有的意识形

态符号都是如此”。( 巴赫金 1998b: 352) 符号的

交际特性使得语言在其中扮演了所有其他符号无

法扮演的中介作用，因为话语的整个现实都只与

其符号功能有关，“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由它产生

出来的”，“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

“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 巴赫金

1998b: 352) 。此外，语言是一种普遍适用于所有

专门意识形态领域的符号。尽管每一个意识形态

领域具有自己专门的、其他领域无法使用的符号，

但所有领域都得涉及语言这一符号。话语的所有

特点———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用性、生活交

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

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

性———决定了它是“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研究客

体”( 巴赫金 1998b: 357) 。文学批评作为意识形

态科学形式之一也必须把话语研究作为其最重要

的任务。
如何研究话语呢? 从语言哲学及相应的语言

学研究方法来看，一直以来存在两种倾向: 个人主

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个人主观主义把言语的

个人创作行为看成语言的基础，语言创作是个人

心理规律的结果，语言学家应该研究的是个人的

心理及由此产生的语言创作行为。抽象客观主义

认为，所有语言现象的中心是作为语言体系的语

音、语法和词汇等语言形式体系，语言学家的任务

就是寻找这个抽象体系。巴赫金 ( 1998b) 认为，

抽象客观主义将语言视为一种规则一致的形式体

系进行研究，其目的是研究僵化的他人的死语言

和教授研究过的语言，不是研究那种真正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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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感觉之上的反射，研究结果不可能成为理解

和解释语言事实的生命和形成的真正基础，因为

它割裂了语言与活生生的现实及其社会功能之间

的联系。个人主观主义将语言视为个人语言创造

行为，其正确性在于把单个表述看作语言真正具

体的现实，即语言现实是一系列个人创造的、活生

生的语言表达，它的问题则是忽视语言表述的社

会属性，过分强调语言的个人心理特征。事实是，

“最直接的社会氛围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从内部

完全决定着表述的结构”( 巴赫金 1998b: 437) 。
通过对两个流派的批判，巴赫金指出，“语言—言

语的真正现实不是语言形式的抽象体系，不是孤

立的独白型表述，也不是它所实现的生物心理学

行为，而是言语相互作用的社会事件，是由表述及

表述群来实现的”( 巴赫金 1998b: 447) 。
表述群的基本形式就是对话。狭义的观点往

往把对话仅仅看作是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

但事实上，包括印刷出来的言语行为在内的言语

交际都是一种对话。由此，“任何一个表述，无论

其意义和自我完成如何，都只是连续的言语交际

的( 生活的、文学的、认识的、政治的) 因素”，而连

续的言语交际本身“只是该社会集体不断全面形

成的一个因素”( 巴赫金 1998b: 448) 。现代语言

学( 客观抽象主义) 缺乏的就是对表述( 群) 进行

系统的和有效的研究，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语言

研究———超语言学，从另外的角度对表述( 群) 进

行研究。
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和 CDA 进行对比后

可以发现，后者在几个方面与前者存在明显的异

同。首先，CDA 也认为，使用中的语言应成为语

言学研究的对象。布鲁马特( Blommaert 2005) 强

调，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传统认为

语言中存在一些稳定的普遍性规则，这是为什么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在同一或不同时间地点说出的

句子能够形成基本相似理解的原因，这种观点显

然没有意识到，语言的外延意义仅仅是语言传递

的意义的一部分，实际上，语言使用还具有表明身

份、场合、态度等社会功能，这些因素不应被排除

在语言学研究之外。其次，CDA 也认为，客观抽

象主义( 形式语言学) 的语言学研究从其自身来

说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提倡使用新的视角研究语

言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客观抽象主义语言学。

CDA 研究不是创造出一种替代形式语言学的理

论，而是为了对包括形式语言研究在内的各种重

要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进行综合，形成一种可用

于批评性分析的方法。( Fairclough 1989 ) 再次，

CDA 也强调对语言要素的分析。它将研究过程

分为描写、阐释和解释( Fairclough 1989: 26) ，其

中描写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语言要素进行系统

性描述，这些语言要素既可以是语音、语法和语义

等，也可以是语用策略、修辞策略和语篇模式等。
最后，CDA 也认为分析语言本身不是最终目的。
巴赫金( 1998e) 提出超语言学概念是为了从语言

研究的角度为其文学批评理论做铺垫，以便最终

建构起其富有特色的对话理论。CDA 强调分析

语言只是第一步，通过语言分析揭示社会权力关

系并最终促进社会公平才是其最终目的。

4． 对话理论

对话思想是巴赫金全部理论的核心，也是其

对 CDA 影响最深的内容之一。早在其提出主体

建构论时，巴赫金就强调主体是一个建构过程，要

全面把握自我和超越自我，自我与他者间需要一

种对话关系。后来他又从文学话语角度做了进一

步阐述，并最终建构了比较完整和成系统的对话

思想。
巴赫金首先把文学研究的“独白”和“对话”

概念引入对语言哲学的讨论，表明“独白”和“对

话”就是语言学与超语言学的根本区别特征之一

( 巴赫金 1998b) 。他指出，抽象客观主义语言学

属于唯理论哲学体系，是早期欧洲语文学“以研

究书面记载的僵化的他人语言作为实践和理论目

的”( 巴赫金 1998e: 418) 的延续，它“总是从完成

的独白型表述———古代文献———出发”( 巴赫金

1998e: 419) 。事实上，包括书面文献在内的独白

型表述也是言语交际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存

在目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在目前的科学生活或文学

生活中( 意识形态范围内) 被接受，但是，语文学

家和语言学家却将之从语境中分离出来，建构为

一个 有 独 立 意 义 的 孤 立 的 语 言 文 件 ( 巴 赫 金

1998e: 421) ，并在此语言的共同范围内将之与其

他文件联系起来，形成语言学思维的最终现实和

出发点———孤立的完成型独白表述。此类研究是

语言学家的独白，读者们只能被动地去解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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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之形成主动对话。个人主观主义虽然在研究

中注意考察言语的相互作用以及言词与语境的关

系，并注意从对话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它主

要从个人心理环境的角度来解释语词的意识形态

内容，把单个表述视为不受社会环境支配的个人

行为，并没有从分析中得出“相应的社会学原则

的结论”，“独白型表述仍然是［其］基本的现实”
( 巴赫金 1998e: 446) 。

实际上，言语的单位是表述，而表述本质上是

对话性的，“一切表述都具有对话性，即是说都是

对他人而发的，参与思想的交流过程，具有社会

性。绝对的独白———只为表现个性———是不存在

的”( 巴赫金 1998d: 195) 。不幸的是，对话性的

表述在客观抽象主义和个人主观主义语言学研究

中都没有( 也没办法) 得到解释，超语言学就是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超语言学的理论前提是

“一切表述在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它本身也就

自然地是一种对话性的语言学研究。
基于此，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

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开创了“复调”这一全新

的小说艺术话语形式，即作者与主角之间不是一

种“独白”关系，而是进行平等的“对话”，“有着众

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

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 巴赫金

1998e: 4) 。反观历史上的主要文学表达形式，不

论是史诗、抒情诗，还是宗教典籍，抑或是陀思妥

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说形式，其主要的艺术话语形

式都是“独白”型的，“史诗中的话语永远是作者

的话语，因此总是要表现作者的反应，尽管某个词

语或某些词语几乎完全交给主人公支配”，“在抒

情诗中，作者的形式倾向最为强烈……他消融在

外在的声音形式和内在的绘形绘色的节奏形式之

中……好 似 他 同 主 人 公 融 为 一 体”( 巴 赫 金

1998a: 86) 。
可以看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基本思想是: 作

品中的每个声音都是独立的主体，它们之间是平

等自由的交际关系; 作者不是统领作品一切的主

体，主人公也不是作者的传声筒，更不是作者谈论

的客体，它们之间是一种开放的对话性关系; 作品

中的不同主人公之间也是一种开放性的对话关

系; 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永远处于未完成性

和未决定性之中; 作品的意义正是产生于这种多

层次、多声调的对话之中。
对于对话思想，CDA 为数不多的直接讨论主

要都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互文性理论的合理性。费

尔克拉夫指出，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在一定程度上

纠正了主流语言学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及前语篇与

当下语篇关系的漠视，他关于文本中自我话语都

是以他人话语为前提的论断让我们看到任何言语

本质上都具有互文性，“我们的言语……充斥着

他 人 的 语 词，既 包 含 一 定 程 度 的 他 性

( Otherness) ，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自我 ( Our-own-
ness) ，［对 他 者］既 感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存 在

( Awareness) ，也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分离( Detach-
ment) 。他人话语常带有自己的情态和评价态

度，我们往往将之进行吸收、改造和重新定调”
( Fairclough 1992: 101) 。

不过，CDA 的一些重要论断与对话思想的主

张基本一致。费尔 克 拉 夫 ( Fairclough 1992 ) 强

调，话语( 语言) 既不像形式语言学所描述的那样

是一种透明的交流工具，也不像社会语言学主张

的是一种随社会因素变化而变化的现象，而是一

种权力斗争的场所。话语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践

的一种方式，隐含着权力争斗和不平等的社会结

构关系，“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不仅仅是权力

争斗的 场 所，话 语 本 身 就 是 权 力 斗 争 的 资 本

( Stake) 。话语实践的开展有赖于那些使某种权

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自然化的习俗常规，这些常规

本身以及他们得以表达的方式就是争斗的焦点”
( Fairclough 1992: 67) 。这里的“争斗”二字已表

明话语不是一种整齐划一的个人独白，而是包含

着至少两个以上的声音; 争斗就是一种对话，只不

过是一种较为尖锐的对话形式而已。
Wodak ＆ Meyer ( 2009) 在谈到“权力”概念

时也强调了话语的对话特征。他们指出，对于

“权力”概念，CDA 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 任

何一个语篇都不是由单个个人创造的。每一语篇

中都包含着不同声音，它们在语篇中进行对话和

协商( 包括争斗) ，语篇以明显或隐晦的方式体现

了这一对话关系，“在语篇中，不同话语进行了协

商; 话语的差异受到权力差异的制约，权力差异又

部分地隐藏于和受制于话语和体裁。因此，语篇

经常是争斗的场所，语篇把那些为夺取支配权而

进行竞争和争斗的不同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痕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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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来了”( Wodak ＆ Meyer 2009: 10) 。

5． 互文性思想

CDA 在涉及巴赫金时讨论最多的是他的互

文性思想，即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的相互

作用中才最终形成，文本之间存在互文性①。
为说明这一点，巴赫金 ( 1998d ) 在《文本问

题》一文中指出，文本 ( 书面的和口头的) 是语言

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这

些学科及整个人文思想和语文学思维的第一性实

体，是人文思维的物质体现，是人文研究和思维的

直接对象。然而，文本并不是一个与创造主体无

关的、自给自足的静态体系，而是开放的、处于与

外界不断交流和对话的现象，文本的意义不是产

生于自身，而是产生于与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之

中。巴赫金 ( 1998c) 批评了长期以来语言哲学、
语言学和修辞学追求多样中的统一，聚焦于语言

中那些稳定的、明确无误的成分及忽视所有话语

形式的言语体裁 ( 包括生活的、雄辩性的和文艺

散文的) 等做法。他强调，在现实语言生活中，恰

恰是那些被忽视的方面代表着语言使用的多样

性，任何真实的话语都是由自己的话语和他人的

话语构成的( 巴赫金 1998d: 55) ; 任何文本同样

也是由自己的文本与他人的文本共同构成的，文

本间具有互文性。这一动态的文本观与巴赫金主

体的哲学建构论及对话思想是一致的。
互文性在文本中的体现形式之一是他人话

语，巴赫金( 1998b) 将之分为“直接言语”、“间接

言语”和“准直接言语”三种主要类型及其变体。
“直接言语”是一种静态的转述，来源于简单化的

教条主义和唯理论意识。“间接言语”和“准直接

言语”是一种积极动态的转述，前者有分析、有评

价地转述他人话语，后者充分考虑了语境以及转

述对他人话语的领悟，它们体现了言语交际者之

间的互动。不管是积极抑或是消极，他人言语都

使当下文本与其他文本联系起来，并以其他文本

的意义作为自己意义形成的前提。互文性的体现

之二是文本中各种体裁的混合。就长篇小说来

说，其主体是小说体裁，但文本中穿插着许多其他

体裁的文本，有文学体裁( 如故事、抒情诗、长诗、
短诗等) 文本，也有非文学体裁 ( 日常生活体裁、
演说、科 学 体 裁、宗 教 体 裁 等 ) 文 本 ( 巴 赫 金

1998d) ，人们不能单纯以小说体裁的视角来理解

小说，应该注意其他类型体裁在其中可能产生的

意义。
互文性是 CDA 研究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费尔克拉夫 ( Fairclough 1992) 强调，当代社会最

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语篇和话语秩序正发生快速

的变化和重构，研究互文性对于理解当代语篇具

有重要意义。巴赫金指出的“我们的言语充斥着

别人的语词”表明任何语篇都包含着其他语篇的

一些因素，语篇本质上具有互文性; 克里斯蒂娃指

出的互文性“将历史( 社会) 嵌入语篇和将语篇嵌

入历史”则表明当前语篇吸收了历史语篇并且是

在历史语篇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它是对历史语

篇的回应、改造和重新定调，并对未来新的语篇产

生塑造作用，在此过程中，它参与创造了历史和促

进社会变革。互文性与权力生产具有密切联系，

语篇将前语篇进行转换和重组，生成新的语篇，这

一过程本身就是权力斗争在语篇层面上的一种体

现，对互文性的研究可以更好揭示权力斗争的过

程。Ｒeisigl ＆ Wodak ( 2009) 也指出，在现实言语

交际中，言语、文本、体裁、语篇以及社会场景、历
史情景和语境框架等非言语因素之间总是或明或

暗地存在某种互文性，它使新的意义和权力关系

在新的语篇中被创造出来。
在互文性的具体文本体现形式方面，费尔克

拉夫( Fairclough 1992) 指出，虽然巴赫金曾经把

互文区分为文本间的互文和文本与体裁结构间的

互文，他本人更愿意借用法国话语分析使用的

“语篇表层互文性”( Manifest intertextuality) 和“语

篇深层互文性”( 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 ) 来表

示这两种不同的互文性。“语篇表层互文性”指

的是其他语篇的痕迹在当下语篇的语言层面上得

到清晰的体现，它们往往由某些语篇表层特征

( 如引号) 明显标示出来，如话语引述 ( Discourse
presentation) 、预设 ( Presupposition ) 、否定 ( Nega-
tion) 、超 话 语 ( Metadiscourse ) 、反 语 ( Irony ) 等。
很明显，这里的话语引述类似于巴赫金提出的

“直接言语”、“间接言语”和“准直接言语”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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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形式，而其他类别则是来自于语用学的一些概

念。也就是说，费尔克拉夫在讨论语篇表层互文

性时不仅把巴赫金曾经涉及的几种形式包括在

内，而且结合现代语用学的研究成果，把部分语用

策略也归入互文表现形式的范畴。“语篇深层互

文性”指的是已进入当下语篇但没有明显语言特

征来标示其界限的各种话语规约，即与不同话语

实践相关的体裁、话语和文体等规约结构; 它们不

是以简单的方式在其中呈现，而是进行了深层次

的重新组合，相对于表层互文性，深层互文性比较

隐蔽模糊，且更加复杂。为了将两者区别开来，费

尔克拉夫建议用“结构互文性”( Interdiscursivity)

作为语篇深层互文性的替代概念，其具体表现形

式包括序列式 ( Sequential ) 、嵌入式 ( Embedded )

和混合式( Mixed) 三大类。序列式互文指的是不

同文本或话语类型在同一语篇内交替使用; 嵌入

式互文指的是一个文本或话语类型明显地包括在

另一种文本或话语类型中; 混合性互文指的是各

种文本或话语类型共同融合在一个更复杂、更难

以独立分离的整体之中。通过这些不同类型，不

同话语秩序相互结合，共同构成新的话语类型。
那么，CDA 为什么对巴赫金的互文性进行改

造呢? 原因在于: 巴赫金主要从文学话语和文学

批评的角度出发讨论互文性，并运用文学作品中

的例子进行论证，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来

看，这是一种宏观的阐释性理论讨论，缺乏严谨和

系统性的具体分析( 特别是微观层面上细致的语

言分析) ，在实际的语言学研究中不具有可操作

性; 对于 CDA 来说，互文性思想是一个很好的切

入视角，互文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 CDA 研究可

借用的具体语言分析侧面，但是，巴赫金对互文性

具体文本表现形式的讨论过于简单和粗略，不能

直接运用于文本分析，必须把主流语言学的一些

分析方法与互文性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可

以进行微观操作的互文性语言分析手段，由此得

出的结论才可能更有说服力。

6． 结论

巴赫金主体的哲学建构论、超语言学思想、对
话理论和互文性理论等一脉相承，其中许多理论

观点在 CDA 理论构架中都可以找到痕迹，不过，

后者往往有不同理解。巴赫金的主体 ( 人) 是审

美世界的中心，CDA 的主体指的是话语实践中

( 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 的人; 巴赫金的“建构”指

的是主体的能动性行为，即主体在关系中建构

“自我”及“他者”的行为和过程，CDA 的“建构”
主要指话语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巴赫金的超

语言学与 CDA 在研究对象、研究作用、强调语言

要素分析和研究最终目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异

同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其全部文学批评理论

的核心，CDA 涉及此内容的论述主要是为了进一

步说明互文性理论的合理性。巴赫金认为，文本

的意义不是产生于自身，而是产生于与其他文本

的相互作用之中，CDA 吸收了这一思想，并结合

主流语言学和语用学研究对互文性在文本中的具

体体现形式进行拓展，形成一整套可以进行微观

操作的互文性语言分析框架和手段。

参考文献

Bakhtin， M．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Essays ［M］．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Press．
Blommaert， J．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lowerdew， J． 1997． Ｒeproduction， resistance and joint-production of language power: A Hong Kong case study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7: 315－337．
Ｒeisigl， M． ＆ Ｒ． Wodak．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C］ / / Ｒ． Wodak ＆ M． Meyer ( eds．) ．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pproach ( 2nd revised edition) ． London: Sage． 87－121．
van Dijk， T． 1993a． Denying racism: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C］ / / J． Solomos ＆ J． Wrench ( eds．) ． Ｒacism and 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Berg． 179－193．
van Dijk， T． 1993b．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society ［C］ / / D． Crowley ＆ D． Mitchell ( eds．) ．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82



Oxford: Pergamon Press． 107－126．
van Dijk， T． 1993c． Elite Discourse and Ｒacism ［M］． Newbury Park: Sage．
van Dijk， T． 1993d．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Discourse and Society 4 (2) : 249－283．
Wodak， Ｒ． ＆ M． Meyer．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C］ / / Ｒ． Wodak ＆ M．

Meyer ( eds．) ．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2nd revised edition) ． London: Sage． 1－33．
巴赫金． 1998a． 巴赫金全集(第一卷) ［M］． 晓河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巴赫金． 1998b． 巴赫金全集(第二卷) ［M］． 李辉凡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巴赫金． 1998c．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 ［M］． 白春仁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巴赫金． 1998d． 巴赫金全集(第四卷) ［M］． 白春仁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巴赫金． 1998e．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 ［M］． 白春仁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纪玉华． 2001． 批评性话语分析: 理论与方法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 149－155．
刘 康． 1995． 对话的喧声: 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辛 斌． 2016． 沃尔夫、巴赫金和批评话语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 10－18．
张红燕． 2005． 论批评性话语分析 ［J］． 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 72－75．

( 责任编辑 马应聪)

收稿日期: 2016-02-01
通讯地址: 350007 福建省福州市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92



2016 年 6 月 外 文 研 究 Jun． 2016
第 4 卷 第 2 期 FOＲEIGN STUDIES Vol． 4 No． 2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A cognitive theory of culture-specific word( p． 1)

ZHENG Jian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205，China)

After revealing the defects of the definitions of traditional culture-related words in previous
literature，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culture-specific word”based on cognitive theory of
cultural meaning and according to the tertium comparationis of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which stresses the unique lexicalization of collective conceptual cognition and sensational cognition
of a language community． It also presents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culture－specific words，i．e．，
semantic molecule equation，as well as their interlingual classification，for the purpose of contrib-
uting to the study of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and contrastive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study of chuiniupi word family( p． 10)

LIAO Guangrong ＆ YIN Bochu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The members among chuiniupi word family have connections in their forms．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chuiniupi word family is metonymy; chuiniubi originates from chuiniupi and
evolves into niubi． Their iconicity of formal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is poor． They are
rich in pragmatic functions．

Ｒe-approaching Chinese inter-clausal anaphora: The case of conditional sen-
tences( p． 15)

CHEN Shunt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China)

This research，based on Xu Yulong's ( 2003) research of Chinese inter-clausal anaphora，

verifies Xu's hypothesis with a new research of conditional sentences in CCL corpus． The new
generalization predicts that reference patterns have a tendency within a chosen structure pattern，

which is not corresponding to the previous prediction of choosing a structure according to a refer-
ence pattern． Corpus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data
would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Dialogism and intertextuality: Bakhtin's idea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 22)

YOU Zeshu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 historical review reveals that Bakhtin has developed，with a kind of internal unity，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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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onics，metalinguistics，dialogism，and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Those theories all leave
traces i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CDA ) ， yet they， instead of being used dogmatically， are expanded innovat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tter's research purposes，to be an operational approach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intertextuality at the micro level．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ognitiv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ga-
tive form in modal predicates between Ｒussian and Chinese( p． 30)

XIE Kun( School of Ｒussian Studies，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gnitiv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gative form of modal
predicates in the context of alethic，epistemic and deontic modalities in Ｒussian and Chines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it reveals the aspect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finitive used with the modal
predicate in Ｒussian，the matching principle of aspect markers and the modal predicates in Chi-
nese and the restriction of selecting Chinese negative adverbs bu and mei in the modal context．
At last，based on the theory of dynamic evolutionary model it tries to explain the origin of modal-
ity．

From input to output: An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factors affecting L2 oral
production( p． 37)

LU Yanhu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8，China)

After briefing the three models of SLA under the cognitive framework，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jor cognitive factors in SLA processes from input to output that influence L2 oral produc-
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anPatten's process-focused model． It discusses such cognitive fac-
tors as notice，input processing approach，working memory and automaticity to explore not only
their influences on different stages of SLA and oral production but also their implications on oral
language teaching．

Assessing pragmatic competence in the context of ELF( p． 43)

LONG Yume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Sontan Colleg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1370，China)

XIAO Kunxu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This paper first surveys the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its assess-
ment，summarizes its recent development，and then redefines it and reexamines its assessment
in terms of assessment standards，contents and methods in ELF settings，aiming to reveal that
the traditional pragmatic competence assessment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global multi-dimen-
sional context and to call for the rethinking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assessment in the ELF con-
text，thus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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